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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以来湖南与湖南人形象的构建 

王继平
1
 

【摘 要】：近代以前,湖南籍名人寥若晨星;湖南省份,影响甚微。湖南及湖南人形象以“蛮荒”“保守”“强

悍”闻名。“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在近代湖南及湖南人形象的构建中,湘军是一契

机,它构建了近代湖南及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促使湖南人才辈出;甲午战争则惊醒了湖南及湖南人的虚

骄、保守的气质,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现代精神;20 世纪初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使湖南成为中国革命的渊薮,构建

了湖南人的红色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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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前,林增平先生就研究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湖南没有出现过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属于湖南籍的名人,

寥若晨星。”(1)唐宋时期,湖南还是朝廷流放异见人士的“宁古塔”。清末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

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至元欧阳原功、明刘三吾、刘大夏、李东阳、杨嗣宗诸人,

骎骎始盛。”(2) 

在经济方面,诚如王闿运所说:“湖南自郡县以来,曾未尝先天下……至其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3)据林增平先生

的统计,《中国历代名人辞典》共收入历代名人3,755人,鸦片战前为3,005人,其中湖南籍者仅23人,只占同期全国名人的0.77%。

近代部分共收录名人 750 人,其中湘籍的85人,占同期名人总数的 11.33%。(4)可见,古代社会,湖南及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

下”,而“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5)湖南及湖南人形象的建构始自于近代。 

一、湘军构建了近代湖南及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志士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

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1)
太平天国的兴起,为湘军的建立提供了契机,而湘军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事功,乃是近代湖

南崛起和湖南人形象构建的关键。晚清人士张集馨指出:“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

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松(嵩)

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 

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反,月盈则蚀,五行生赳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家乎?

一门鼎盛,何德以堪?自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绝灭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也!”(2)光绪七年(1881)王阎运撰写完《湘军志》,

也很有感慨:“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

击析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
(3)
据统计,湘军将领官至督抚者达27人(总督 14人,巡抚 13人)。

(4)
湘军

之提升湖南及湖南人形象,除了平定太平天国,挽救了清朝覆亡的危机,还更为深远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造成了汉族士大夫势力的崛起,改变了有清一代近两百年来的政治格局。防范和猜忌汉人,是清代的“祖制”。然而,太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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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民起义的扫荡和西方坚船利炮的进攻,使得清政府的颟顸、腐败和无能暴露无遗。有识见的满族王公大臣也认识到了这一

点:“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5),“欲办天下大事,当重用汉人”(6),“非重用汉人,不能已乱”(7)。 

与此同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和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不但表现出了优于满族官员的才

能,更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势力,满族的朝廷似乎也离不开汉族大臣。因而,自咸丰末年开始,清廷不得不面对现实,大量地起用汉族

士大夫。所以说,湘军集团的崛起,造成了汉族士大夫势力政治地位的提高,从而改变了成、同以后的政局。使同治年间出现了新

的政象。 

推动洋务运动,开启了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湘军人物通过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对西方人、西方器物的认识,成为同治年

间自强运动的主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与西方侵略势力的交道中,逐步认识到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也认识到西方

坚船利炮、声光电化所代表的物质文明的优越性,因而冲破顽固势力的重重阻力,相继在中国建立起一批新式的军事企业和民用

企业,创办了新式的学校,派遣了第一批出国留学生。这一切,都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步。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切的活动,促

使了社会观念的渐次转变,为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因此又可以说,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肇始,也是湘军集团造成的“同治

中兴”的又一表现。(8) 

湘军制度推进了晚清军制变革,成为晚清军制变革的中介。绿营、八旗曾经是满人入主中原的悍师,然而经过长期的承平时

期,早已丧失了当年的彪悍之势,在太平军面前彻底崩溃。而湘军以新的军制、新的精神、新的装备乃至新的气势,在镇压太平天

国的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它的崭新的姿态。因而自然成为同治时期清廷军制改革的参照系统。从此时起至清末新军编练止,期间出

现的练军、防军都是依据湘军制度建立起来的,是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对内、对外战争的主要军事力量。所以,湘军制度影响

了中国军事制度数十年。 

湘军培育了大批人才,是晚清人才的渊薮。曾国藩编湘军首要目的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是作为晚清重臣,他认为清朝腐败

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人才缺乏,所以“引出一班正人,转移一时风气”,即作育出一批为中兴清朝服务的经邦治国的人才,也是他编

练湘军的目的。同治、光绪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诸方面活跃的大批人才,大多是与湘军有联系的,或为湘军营伍出身,或

曾为曾国藩幕府人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李翰章、彭玉麟、李元度等封疆大吏,郭嵩焘、薛福成、容闳、黎庶昌、陈兰

彬等外交使臣,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科学家,俞樾、王闿运、吴汝纶、吴嘉宾、王定安等文人学士,都是晚清社会的栋梁之才,

均与湘军有着密切的关系。(1) 

推动外交由朝贡体系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变领域。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外交观念和近代国际关系理念的传播,清政府的传

统朝贡体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近代条约体系。湘军出身的官员,因为与西方打交道较早,故也较早被推出充任驻外使领,

活跃于国际舞台,开始了中国的近代外交,如出使英国的郭嵩焘,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出使西班牙、德国的黎庶昌,

出使美国的陈兰彬等等,乃出入曾国藩幕宾,并得到提拔的。这些驻外使领对于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推进中国的近代外交,起到

了一定作用。(2) 

影响着晚清文化的发展。晚清众多的科学家,有不少是出自曾幕或曾游幕。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就在曾幕 8年,不但为曾国藩

经营的江南制造局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且译著了许多数学著作,为中国近代数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华衡芳也是如此,他译

编的《代数术》《三角数理》在当时颇有影响。 

徐焘、徐建寅父子作为近代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也为近代中国的机械、化工的发展建立了功勋。在传统学术方面,以曾国

藩为主体的“桐城派古文”的影响,乃是众所周知的,而湘军人物阐扬的“经世致用”思想,更成为晚清学术思潮变轨的一大契

机。在文史方面,俞樾、吴汝纶、吴嘉宾、王闿运、王定安等人,也都是影响晚清文史发展的著名学者。 

湘军的事功及其影响,深刻地改变了湖南和湖南人。湖南由“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的省份,一变而为“举世无出其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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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倚仗,湖南人也由“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变为“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因此,湘军确是近代湖南及湖南人

形象构建的契机。 

二、甲午战争使湖南人性格由保守向开放转变 

湘军兴起造成湖南的崛起,也成就了湖南人的仕途。但湘军的成功也强化了湖南人的保守和骄虚的性格。 

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历史上的记载甚多。《史记》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谓其“劲悍决烈”,是最早有关湘人性格的记

载。翻阅湖南地方志,形容湖南人性格的词语,诸如“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悍直”“民好斗讼”“率多劲悍”“其俗

剽悍”“其民尤尚气力”“其俗好勇”“好武少文”“人性刚直”“赋性刁悍”“刚劲勇悍”“劲悍尚讼”“悍直耿朴”“好

勇尚俭”……种种评语,不一而足,大多围绕着强悍的性格而言。(1)近代以后,有关湖南的性格也多有相同的观点。 

湖南巡抚陆元鼎说:“湖南民风强悍,素多伏莽”;(2)朱克敬说:“湖南民气刚强”,(3)章士钊也曾经说过:“湖南人有特性,特

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心毁誉,不遑顾也。”(4)湘籍辛亥志士杨毓麟认为湘人:“风气稍

近于云贵,而冒险之性,颇同于粤,于湖北与江西相似者甚少”。
(5)
近人钱基博也认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

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他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交通。远见石赫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

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6)无论如何,由地理环境造成的“风气锢塞”即保守闭关是其固有特征。而湘军的成功

使湖南人助长了一种“骄虚不可向弥之气”,保守锢塞更为严重。时人描述曰: 

“自咸丰以来,削平冠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

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
(7)
 

“湘人尚气,勇于有为,而气太盛,则不能虚衷受益。”⑧ 

“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

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

乎完全是陌生的。”(9) 

彼时,对待西方物质文明,湖南人也表现出很大的排斥心理。即使像安装电线、电杆这类现代通信设备,也遭到抵御: 

“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

投诸之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10) 

甲午战争打破了湖南人的迷梦,也促使湖南人由保守转向开放。谭嗣同在反省湖南人觉醒的历程时说: 

“光绪二十一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1)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乃是湖南人觉醒的契机。梁启超更认为它是唤醒中华民族的契机:“唤醒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

始也。”(2)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当时的《湘学报》撰文指出:“自甲午一役,城下行成,割地偿金,数万万人已如酣睡至四鼓以后,

蜀鸡一鸣,沉睡方觉。”(3) 

例如谭嗣同,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他,“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室彷徨,未知所出”,与好友唐才常“两人对坐,彻夜不寐,

热血盈腔,苦无籍手,泣泪数行”,并写下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诗句,表达了强烈的忧国之情。
(4)
从此,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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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他的觉醒之旅。他自己曾经总结说:“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5)“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

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6)“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

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

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7)由此形成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变法维新思想和激进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初步的民主思想,

并为变法献出了生命。(8) 

另一位维新志士唐才常,在甲午战前也是“低首垂眉、钻研故纸、冥思苦索、自矜为孤诣秘理,粘粘自足,绝不知人间复有天

雨,复有诟耻之事”(9)。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他与谭嗣同“两人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籍手,泣泪数行”,从此与谭嗣同

一样,开始思考拯救民族危机的出路,继而在浏阳兴算学、创办企业,从事开启民智的启蒙工作,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双杰”,最

后发动自立军起义,血洒紫阳湖畔。 

另一位在甲午战后觉醒的士人樊锥,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受业于儒学大师王先谦,立志“烂经煮史,抑尝为之,秦、汉众子,

唐、宋盛集,七代鬼艳,灭不旅宜,考同异,闯条之,通巨谊,透微窥,耻研一字,恒发圣私。目穷黄河,弹指泰山,下及沟渎,旁收嵚巇,

窅窅恍恍,漫漫沵沵,行如梗,坐如尸……生死不能夺其志,贵贱不足换其帜。”(10)颇有穷究学问的宏愿。在甲午战败的民族危机

的严重形势下,乃投身于维新事业之中,积极奔走于南学会、时务学堂和《湘报》等维新活动,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

他在《湘报》发表文章,倡导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提倡资产阶级民权立宪思想。 

他指出,甲午战争之后,列强环伺,瓜分之说甚嚣尘上,千年古国面临“殄灭澌尽”、“蹈波兰、印度、阿非之覆辙”的危险,(1)

保种、保教、保国的任务已迫在眉睫:“中国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黄种一日存,吾一日必图以济之;孔教一日存,吾一日必

图以济之。”(2)欲图保种保教保国,舍变法维新无他途。必须应时势,“不穷则不变,不变则不通,不通则不久,不久则中国几乎绝

矣,则黄种几乎斩也,而孔教几乎灭也”,只有“新其所新”、“学其所学”、“政其所政”,“蹙然以振,翻然而悔,皇然以惧,奋

然而起”,坚决地实行变法,则可以保国保种保教。(3)显然樊锥的思想,已然接近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意识了。(4) 

士风的转变,也濡染了民风。梁启超曾描述湖南及湖南人的变化:“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

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摩萨、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近岁

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百废俱举,异于他日。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5)湖南的变化,充分体现在维新运

动和辛亥革命之中。 

维新运动兴起后,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之一省”,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尤其是南学会,颇具有地方议会的性质;时务

学堂成为培养维新人才的学校;《湘报》《湘学新报》先后创办。维新人才谭嗣同、唐才熊希龄等崭露头角,成为百日维新的领袖

人物。 

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之后,继起响应者首推黄兴和他所组织的华兴会。据林增平先生考订,参加 7月 30日同盟会筹备会的共

79 人,居首位的是湖南籍志士,计 20 人,次为湖北,19 人,再次为广东,16 人,以下为广西、安徽等省籍人士。又据 1905—1907 年

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名册统计,湖南籍者为 157 人;次为四川,127 人;再次为广东,112 人;湖北 106 人。(6)在这众多的同盟会会

员中,涌现了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刘道一、禹之谟、蒋翊武、谭人凤、姚宏业、杨毓麟、焦达峰、陈作新等一大批资

产阶级革命家。 

清末留学运动中,曾经对郭嵩焘出使西洋、对曾纪泽乘坐火轮船回湘大加嘲讽、咒骂的湖南社会,成为出洋留学的大省。1904

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中国留日学生 2,395 人,湘籍 373 人;1919—1920 年中国赴法勤工俭学者约 1,600 人,湘籍达

346 人。(7)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甲午战争惊醒了曾经以湘军的事功骄虚于天下的保守自大的湖南人,开始了回归魏源所倡导的开眼看



 

 5 

世界的历程,勇于探索新事物,接受新思想,从而形成了以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为代表的湖南维新志士群体和以黄兴、宋教仁

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志士群体,他们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人的形象。正是基于世纪之交湖南人的深刻转型,湖南人的形

象得以提振,以天下为己任成为湖南人形象的内核,以下表达反映了湖南人此时的精神: 

“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1) 

“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②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3)
 

因此,甲午战争使湖南人从湘军的神话传统中走出,与先进的中国人一道,融入中华民族觉醒和复兴的时代潮流之中。 

三、马克思主义构建了湖南及湖南人的红色形象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转型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的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趋

势,并因此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就湖南而言,它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后期湖南及湖南人的形象构建和精神特质,开启了湖南与湖

南人的红色之旅,并给予近代中国以巨大的影响。 

世纪之交的湖南人在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之后,探索新思想的脚步从未停歇。因缘际会,新文化的兴起,为彷徨中的湖南人

提供了选择。其中,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聚集了一批忧国忧民的湖南知识分子,倡导“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和

“改造中国和世界”,讨论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和当前形势,主要成员有参加新民学会建会大会的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

子暲、罗章龙、张昆弟、何叔衡)、李维汉、罗学瓒、周世钊等。 

新民学会还创办了《湘江评论》,在湖南传播新思想,刊登在该刊的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一文,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献

之一,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文章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4)新民学会在五四运

动中,组织和领导湖南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后又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

新文化运动时期湖南及湖南人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当时首屈一指,陈独秀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他引用杨度的名句“若

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开头,探讨“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他认为是“奋斗精神”。他用牺牲自我的蚂蚁造桥过河的

寓言故事来歌颂湖南人卓立敢死、舍生取义、坚毅顽强、敢为天下先的“奋斗精神”,并表示:“我们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欢迎他

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

多。”(5) 

在随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初期,湖南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0 年 3月,李大钊与北京大学湖南籍学生邓中夏、何孟雄、

罗章龙、缪伯英、朱务善等人,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全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上海的湖南人李达在 1919 年

就他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三部著作,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

《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道路的代

表人物是湖南知识分子邓中夏和罗章龙,他们创办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经常深入农村和工厂讲演,在工农大众中传播马

克思主义;同时还创办了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刊物《劳动者》和《工人月刊》,提供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工人阅读。他们还在

北京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成立了工人俱乐部。湖南本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则在毛泽东组织下,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1920 年 8 月间,毛泽东组织一些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创办文化书社,向湖南各地销售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

十月革命的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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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建党过程中,湖南人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蔡和森第一个提出“中国共

产党”的名称;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之哲学根据”;据雷国珍研究,“从党员人员来看,湖南党员人数在全国

党员总数中占较大比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全党大约 50 多名党员,其中湖南人 20 多名,占全国党员 2/5 强。”
(1)
在其他各地的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过程中,湖南也有程度不同的贡献。 

例如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成员中有湖南人李达、林伯渠、李启汉、李中、陈公培、周佛海、李季等;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成员中有湖南人邓中夏、罗章龙、缪伯英、何孟雄、朱务善、李梅羹、吴雨铭等;湖南人周佛海在东京建立中共早期组织发挥了

作用;湖南人林伯渠、李季在广州中共早期组织的创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人蔡和森、向警予、李维

汉、李立三等人为创立法国中共早期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刘清扬是新民学会的海外会员。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 13人中有湖南人毛泽东、何叔衡、李达、周佛海。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深地烙上了湖南

的印迹。(2)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湖南更是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国民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兴起,成为全国农

民革命的中心,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创建了中共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嗣后相继建立

了湘赣、湘鄂赣、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在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先后进行了三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常德会战和湘西会战,占国民政府正面战场 22次会战的近四分

之一。 

在近代后期,湘籍革命家、革命志士辈出,据易永卿,陶用舒《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一书根据 7种资料统计的结果是:(3) 

《中国现代史词典》共收现代湖南人才 184 人,其中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才有 145人,占 78.80%。(1) 

《简明中国近现代史词典》收现代湖南人才 59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 48人,占 81.36%。(2) 

《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收现代湖南人才 85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 73人,占 85.88%。(3) 

《中外历史人物词典》收现代湖南人才 96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 78人,占 81.25%。
(4)
 

《辞海·中国现代史分册》收湖南现代人才 62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 55人,占 88.71%。 

《中国近代历史辞典》收现代湖南人才 136 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 110 人,占 80.88%。(5) 

《中国现代史人物传》收湖南人物 49人,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41人,占 83.67%。(6) 

将上述七种资料综合,现代湖南人才共收录 671人次,其中无产阶级人才有 550 人次,占 81.97%。
(7)
 

另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共收 276 人,其中湖南 56 人,占总数的 20.29%、又中国人才杂

志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简介》共列 495 人,其中湖南 89人,占总数的 17.98%l;又据红旗杂志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中国共

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中共一大代表共13人,其中湖南籍 4人,占总数的37.7%;党成立时期,担任第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会委

员、候补委员的共有 11人,其中湖南籍 5人,占总数的45.45%;中共七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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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政治局委员13人,其中湖南籍5人,占总数的38.4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八大选举产生政治局委员17人,其中湖南籍

7人,占总数的41.18%。(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 52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有 10人,占 19.2%。1955 年,给长期戎马倥偬,功

勋卓著的军事领导人授勋典,在授予元帅的 10人里,湖南籍的3人,授大将的 10人里,湖南籍的 6人,授上将的 57人里,湖南籍的

19人。(9) 

由此可见,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年间,湖南及湖南人完成了自身形象的重塑。 

注释： 

1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见《林增平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90 页。 

2《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 年第 1期,第 105 页。 

3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4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见《林增平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90 页。 

5谭其骧:《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270 页。 

6杨毓麟:《新湖南》,见《杨毓麟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 

7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77 页。 

8王闿运:《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 

9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见《林增平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90 页。 

10 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卷 1下。 

11 坐观山人:《清代野记》卷下。 

12 尚秉和:《辛壬春秋》卷 26。 

13 参见王继平《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 年第 4期。 

14 参见王继平《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 年第 4期。 

15 参见王继平《论湘军集团与晚清政局》,《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 年第 4期。 

16 邓运山:《湖南近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又见周秋光,张少利,许德雅,王猛著《湖南

社会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008-10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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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民变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96页。 

18 朱克敬著:《瞑庵杂识》,长沙:岳麓书社,1983 年,第 23 页。 

19 章士钊:《刘霖(揆一)七十寿序》,《湖南历史资料》1981 年第 1期。 

20 杨毓麟:《新湖南》,见《杨毓麟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 

21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长沙:岳麓书社,1985 年。 

22 陈宝箴:《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 年,第 249 页。 

23 皮锡瑞:《伏师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 年第 4期。 

24 参见王继平《清季湖南教案论略》,《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 2期。 

25《万国公报》,第 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 

26《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74 页。 

27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38 页。 

28《湘学报》,第 28册,光绪廿四年二月初一日。 

29 参见王继平、张晶宇《论 1895 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期。 

30《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259 页。 

31《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68 页。 

32《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68 页。 

33 参见王继平、张晶宇《论 1895 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期。 

34《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60-161页。 

35 樊锥:《樊锥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 58 页。 

36 樊锥:《樊锥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 1页。 

37 樊锥:《樊锥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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